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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硝酸盐异化还原成铵(DNRA)是生态系统土壤氮转化的重要途径，理清环境因素对土壤 DNRA 速率的影响意义重大。

本研究通过收集 246 项试验观测值采用整合分析方法(Meta-analysis)研究了亚热带地区不同生态系统中 DNRA 速率的变化范围及其

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纬度对亚热带土壤 DNRA 速率无显著影响；土壤 pH、全氮(TN)、SOC/NO3
–
-N、Fe(II)、阳离子交换量(CEC)、

易氧化有机碳(EOC)、有效磷(AP)、黏粒含量和年平均气温(MAT)的增加均会促进 DNRA 速率；年平均降水量(MAP)和土壤 NH4
+-N

含量的增加会抑制土壤 DNRA 速率。此外，环境因子对 DNRA 速率的影响随生态系统的不同表现出较大差异。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结果显示，SOC/NO3
–
-N 是 DNRA 主要驱动因素，pH、NH4

+-N、MAP 和 MAT 对土壤 DNRA 也有较大影响。 

关键词：土壤；氮素保留；DNRA 速率；气候因素；土壤性质 

中图分类号：S154.1；Q142.3     文献标志码：A 

 

Spatial Difference and Driving Factors of Soil Nitrate Dissimilation to Ammoniumin 
Subtropical Area 
TIE Wenzhou, HUANG Xuejiao*, HUANG Jinlan, JIANG Daihua 
(College of Agricultur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The dissimilatory nitrate reduction to ammonium (DNRA) is a vital pathway for soil nitrogen transformation in 

ecosystems. Clarifying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soil DNRA rates is urgent and significant. In this study, 246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data were col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variation ranges of DNRA rat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in 

different ecosystems in the subtropical regions using meta-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atitude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subtropical soil DNRA rate. The increase in mean annual temperature (MAT), pH, total nitrogen (TN), SOC/NO3
– -N, Fe(II),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CEC), easily oxidizable organic carbon (EOC), available phosphorus (AP), and soil clay content promoted 

DNRA rate. However, the increase of 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 (MAP) and soil NH+ 
4 -N content inhibited soil DNRA. In addition,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DNRA rates were complicated in different ecosystem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OC/NO3
– -N was the main driving factor of DNRA, and MAP, MAT, pH, and NH+ 

4 -N also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soil DN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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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追求作物高产，大量化学氮肥被施入土壤，导

致土壤易积累移动性强的硝态氮(NO3
– -N)，显著增加

氮素损失风险[1]，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温室效应、

地下水中 NO3
– 的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2-4]。已

有研究发现，土壤微生物除可同化固持 NO3
– -N 外[5]，

还能通过硝酸盐异化还原成铵(Dissimilatory Nitrate 

Reduction to Ammonium, DNRA)途径将 NO3
– -N 还原

成可被土壤胶体吸附的铵态氮(NH4
+-N)[6]，该过程可

将土壤中 3.9% ~ 84.4% 的 NO3
– -N 还原成 NH4

+-N，

能有效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和维持土壤生态系统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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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7-10]。 

DNRA 途径作为氮循环的重要中间过程，广泛存在

于农田、森林、草地、湿地与沙漠等生态系统[8, 11-13]。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 DNRA 途径研究表明，土壤

DNRA 主要受气候因素(温度、降水等)与土壤性质

(pH、土壤质地、碳源、氮源、有机质和碳氮比(C/N)

等)的影响，因受气候、土壤性质与植被类型等因素

影响导致不同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有研究认为，高

C/N、高浓度 Fe2+和 S2–可促进水田土壤中 DNRA 途

径获得更多的 NO3
– 底物[14-16]，而 Chen 等[17]研究表

明，旱地土壤中 DNRA 速率与降水、土壤黏粒含量、

有机碳含量及总碳与硝态氮比(C/NO3
–-N)呈正相关，

且认为碳与 NO3
– -N 的有效性及厌氧条件对 DNRA 至

关重要。另外，一些学者研究发现 pH 升高会促进

DNRA 速率[18-19]，而一些研究又表明 pH 与 DNRA

无相关性[20-22]。Chen 等[17]与 Bai 等[18]发现 C/NO3
– -N

升高可显著促进 DNRA 速率，而 Friedl 等[7]发现氧化

还原电位在调节 DNRA 途径中比 C/NO3
– -N 更重要，

且高还原电位更易促进 DNRA 反应[23]。可见，研究

结果的差异反映了单个研究的不确定性与较大偏差，

不能很好地描述环境因素与DNRA速率的普遍规律。

整合分析(Meta-analysis)是将许多独立研究的试验数

据提取出来进行定量综合分析的方法，可获得高质量

的、具有普适性的综合分析结果。 

我国亚热带地区面积约 2.4×106 km2，占全国土

地面积的 1/4，包含旱耕地、林地、水田和湿地等多

种生态系统，是我国粮食、经济作物和林牧业发展的

主要基地[24-25]。该地区植物生产力旺盛、生物量大，

促使土壤氮成为易耗竭和限制植物生长的营养元素

之一[26-27]，且土壤中氧化物含量较高、水热条件充足、

氮肥投入过大等加剧了土壤中含氮化合物的迁移与

转化[28-30]。促进土壤 DNRA 途径，有助于减少亚热

带地区土壤 NO3
– -N 的流失和 N2O 的排放，对维持生

态系统的健康和保护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

此，有必要对亚热带土壤 DNRA 地块尺度上的研究

进行整合分析，综合评估各生态系统土壤 DNRA 的

影响因素。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维普网、

Google 学术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中英文数据

库，通过关键词“土壤硝酸盐异化还原成铵”“硝酸

盐还原”“硝酸盐铵化”或“土壤 DNRA”进行检索，

截至日期为 2022 年 10 月 30 日，去除重复后共获得

453 篇相关论文。然后按以下收集标准进行数据筛

选：①土壤 DNRA 试验样地分布在亚热带地区；

②土壤 DNRA 试验样本土壤来自表层土(0 ~ 20 cm)；

③进行 DNRA 试验时，土壤样本需预培养以消除外

部环境的干扰；④为减少实验室与真实环境的数据误

差，添加 15N 同位素后需 48 h 内测定。筛选后最终

获得 57 项研究。本研究除直接从文章的文本或表格

中提取数据外，还借助图形数字化软件 GetData 

Graph Digitizer(http://getdata-graph-digitizer.com/) 间

接提取，数据主要包括土壤 DNRA 速率(mg/(kg·d))，

地理坐标经纬度(°)，气候因子如年平均降水量(Mean 

Annual Precipitation，MAP，mm)、年平均气温(Mean 

Annual Temperature，MAT， )℃  ，土壤性质如黏粒含

量(Clay，%)、pH、有机碳(SOC，g/kg)、全氮(TN，g/kg)、

有效磷(AP，mg/kg)、NH4
+-N(mg/kg)、NO3

– -N(mg/kg)、

SOC/NO3
–-N、Fe(II) (mg/kg)和土壤阳离子交换量

(CEC，cmol/kg)等指标。若研究中无 MAT 和 MAP

的数据，则根据研究地点经纬度从世界气候数据集

(https://www.worldclim.org/)中提取。数据库主要包括

57 项研究的 246 项观测数据，其中包括旱耕地

(24.8%)、林地(26.0%)、水田(25.2%)和湿地(24.0%)

生态系统(图 1)。 

1.2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收集的数据除纬度和 pH 外，其余指标取自然对

数消除异方差，通过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使数据

符合正态分布，并去除离群值。根据不同生态系统将

数据进行分类，计算平均 DNRA 速率并绘制各个生

态系统的速率分布图，采用 SPSS 22.0 软件通过

One-way ANOVA 的 LSD 法进行差异显著检验。 

利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31]分析 DNRA 速率与地

理位置、气候因素、土壤性质的定量关系，将环境因

子作为固定效应，不同的研究作为随机效应。线性混

合效应模型为： 

0 1 studyln lnR X         

式中：β0、β1、πstudy 和 ε分别是截距、斜率值、随机

效应和随机误差；X 是环境因素，study 是不同的研

究，防止同一研究中观测值自相关。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土壤 DNRA 速率与环境

因子的多变量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包含了气候因素、

土壤性质对 DNRA 途径的直接影响，以及气候通过改

变土壤性质对 DNRA 作用的间接影响。结构方程模型

的环境因素为固定效应，不同的研究为随机效应，通

过去除环境中的冗余因素获得最优结构方程模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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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9)1822 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 1  研究区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map of study areas 

 

本研究借助 GetData Graph Digitizer 4.2 获取论

文图形数据，采用 Excel 2016 收集数据并建立数据

集；使用 Rstudio 2022.02.0 中“ggplot2”包的进行作图，

“lme4”包完成线性混合效应模型，“piecewiseSEM”

包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2  结果与讨论 

2.1  亚热带地区不同生态系统中土壤 DNRA速率 

亚热带地区土壤硝酸盐还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旱耕地、林地、水田和湿地生态系统，土壤 DNRA

平均速率为 0.56 mg/(kg·d)(以 N 计，下同)(图 2)。不

同生态系统中土壤 DNRA 速率存在差异，由高到低

分别为：湿地 (0.83 mg/(kg·d))> 旱耕地 (0.57 mg/ 

(kg·d))>水田(0.46 mg/(kg·d))>林地(0.25 mg/(kg·d))，

其中，湿地 DNRA 速率最高，林地土壤 DNRA 速率

最低，旱耕地、水田、湿地 3 种生态系统土壤 DNRA

速率无显著差异。湿地 DNRA 速率最高是由于长期

的淹水环境导致土壤处于厌氧环境(氧化还原电位

(Eh)低)中，终端电子受体短缺，进而导致系统中反

硝化微生物的代谢途径从反硝化向 DNRA 转移以获

取更多能量[33-36]。但少部分研究表明，DNRA 在低

Eh 环境中并不占主导地位[12, 23]，可能还受到其他因

素影响。水田由于干湿交替导致 Eh 变化较大，因此

DNRA 速率与旱耕地系统差异不显著。本研究收集的

部分 Eh较高的旱耕地土壤仍呈现出较高的 DNRA 速

率(图 2)，这可能是人为管理措施影响促成，如不同

程度的有机肥与秸秆处理样地之后能显著提高土壤

DNRA 速率[10, 20, 37]。 

 

(图中括号内的数字为该生态系统 DNRA 数据的样本量，上方不

同小写字母表示不同生态系统间差异显著(P<0.05)) 

图 2  亚热带地区不同生态系统中的土壤 DNRA 速率 
Fig. 2  Soil DNRA rates in different ecosystems in subtropical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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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亚热带地区纬度和气候因子对土壤 DNRA速

率的影响 

旱耕地与林地生态系统中，土壤 DNRA 速率从

低纬度到高纬度呈下降趋势(P<0.001)，但总体土壤

DNRA 速率与纬度无显著相关性(图 3A)，这与前人

的研究结果一致[31, 38]，可能是由于中国亚热带纬度

跨度小，水热条件差异微小，且水田 DNRA 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北亚热带地区导致的。目前有关 DNRA

速率随纬度变化的研究在不同尺度上均有报道，但已

有结论不一致。如，Li 等[22]研究发现，中国不同气

候梯度水田 DNRA 速率随纬度升高而增强，而 Cheng

等[38]对全球尺度的分析结果表明，DNRA 速率随纬

度升高而减弱，若仅考虑北半球可明显看出二者相关

性较差。造成这一矛盾结果的可能性原因有两个：一

是目前研究的数据样本不够多，统计分析存在较大的

误差；二是 DNRA 反应速率太低不支撑在纬度带上

进行分析。 

MAT 和 MAP 作为重要的气候因素在全球尺度

上对土壤氮循环产生重大影响[31, 38]。本研究分析了

亚热带地区土壤 DNRA 对 MAT 和 MAP 的响应，结

果如图 3B、3C 所示。DNRA 速率会随 MAT 的升高

而增强，这种现象在水田与湿地土壤中更加明显(图

3B)，近年来大量研究也报道了类似的现象，这可能

是由于温度影响系统中的微生物活性，进而影响

DNRA 过程[39-41]。亚热带地区MAP 普遍高于1 000 mm，

且 DNRA 速率随 MAP 的增加显著降低(P<0.001，图

3C)，与近期的研究结果相似[22, 42]，可能是由于降水

量增加降低了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MBC)含量[43-44]，

进而抑制 DNRA 速率[19]，也可能是由于集中降水造成

表层土壤 NO- 
3-N 的流失[45-46]，从而抑制 DNRA 速率。 

 

(图 3 和图 4 中，除纬度和 pH 外，其他指标取自然对数；图中直线为拟合趋势线，灰色区域为 95% 置信区间) 

图 3  亚热带地区土壤 DNRA 对纬度与气候因子的响应 
Fig. 3  Responses of soil DNRA to latitude and climatic factors in subtropical regions 

 

2.3  亚热带地区土壤性质对 DNRA 速率的影响 

在亚热带地区，土壤 DNRA 速率随着 pH 的增

加而显著增加(P<0.001，图 4A；图 5)。Zhang 等[47]

研究结果表明，相比酸性土壤(pH 4.7)，偏碱性土壤

中 DNRA 是土壤 NO3
– 还原的主要途径；Bai 等[18]在

添加秸秆的土壤中也发现，碱性土壤微生物的 DNRA

活性要强于酸性土壤。这是由于高 pH 会增强 DNRA

微生物活性从而促进其对反硝化底物 NO3
– 的竞争能

力[48-49]，而低 pH 土壤中因为氨氧化微生物氨单加氧

酶(AMO)的底物(NH3)含量非常低[50]，土壤硝化速率

较低导致 DNRA 的底物(NO3
– )缺乏。本研究表明，

DNRA 速率与土壤 CEC(P<0.001，图 4F)和黏粒含量

(P=0.022，图 4J)呈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土壤质地

会影响黏粒与有机质的结合或者土壤微生物活性，从

而对氮转化速率产生影响[51-53]，而土壤 CEC 可能会

间接调控土壤环境(含水量、透气性及氧化还原电位)

进而影响 DNRA 速率[53]。 

Rütting 等[21]指出，碳作为微生物的能量来源，

是影响硝酸盐还原途径的关键因素。在无氧硝酸盐还

原反应中，反硝化过程只需 5e–，而 DNRA 过程需

8e–。当 C/NO3
– -N 比值较高时，DNRA 微生物与 NO3

– -N

的亲和力更高，NO3
–-N 作为电子受体会接收更多的电

子从而促进 DNRA[13, 54]。Yoon 等[55]证实，在 NO3
–-N

受限(C/NO3
–-N 较高)条件下，DNRA 占主导地位，而

当碳含量受限时，反硝化则占主导地位。本研究结果

表明，DNRA 速率与 SOC/NO3
–-N 呈显著正相关

(P<0.001，图 4C)，验证了碳源在硝酸盐还原中起关

键作用的结论[56]。不同活性碳源对 DNRA 影响差异

较大[21, 33, 57]。EOC 作为土壤中不稳定、易分解的碳

源，易被微生物代谢利用[58-59]，本研究发现，当 EOC

含量升高时，DNRA 速率也随之增强(P=0.004，图

4G)，这可能是 EOC 易被 DNRA 微生物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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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土壤性质对 DNRA 速率的影响 
Fig. 4  Effects of soil properties on DNRA rates 

 

反应提供电子从而促进 NO3
– -N 的还原[58, 60]。 

前人研究发现，土壤 TN 对 DNRA 有一定影响[61]，

而本研究仅在旱耕地和林地土壤发现TN能显著促进

DNRA(P<0.001，图 5)。这是由于在含水量低的土壤

中 TN 会影响微生物生物量氮[62]，进而间接调节土壤

DNRA[63-64]；而在含水量较高的土壤中，TN 对微生

物生物量氮的影响很小[65]。图 5 中还显示，旱耕地

土壤中 DNRA 速率会随 SOC 含量增加而显著提高，

此现象进一步说明旱耕地土壤中 NO3
– -N 过剩。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土壤 NH4
+-N 会显著抑制 DNRA 

(P<0.001，图 4D)，且这种抑制作用在旱耕地与林地

生态系统中更明显(图 5)，与 Cheng 等[38]的研究结果

一致。但部分研究表明，NH4
+-N 含量与 DNRA 无相

关性[20, 42, 66]，表明 NH+ 
4 -N 可能不是 DNRA 途径决定

性因素。 

由土壤微生物主导的 NO3
–-N 还原途径中，土壤

电子供应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DNRA 在硝酸盐还

原途径中的占比[67]。有研究报道，水田土壤微生物

可利用 Fe(II)作为电子供体与硝酸盐还原相耦合[68]。

本研究中，土壤 Fe(II)含量能显著促进 DNRA 速率

(P<0.001，图 4E)，表明体系中较高的 Fe(II)含量能促

进 DNRA 微生物获取更多电子还原 NO3
–-N。目前，

相比旱地土壤 DNRA 对 Fe(II)的响应，更多的研究集

中在水田土壤中[14, 22, 68]，这是由于旱地土壤中 Fe(II)

含量极低，对 DNRA 的影响不大，也反映出水田土

壤中 Fe(II)作为电子供体对NO3
–-N还原具有独特的意

义。此外，本研究发现，土壤 AP 含量与 DNRA 速

率呈正相关(P<0.01，图 4H)。而 AP 在亚热带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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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圆点表示土壤 DNRA 速率与环境因子之间的效应，水平线段表示效应值±95% 置信区间。当区间范围与虚线不相交时，效应达到显

著水平(P<0.05)。括号内的数值为 P 值，括号外的数据为样本量) 

图 5  亚热带地区不同生态系统中环境因子对 DNRA 的影响 
Fig. 5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DNRA in different ecosystems in subtropical regions 

 
中含量较低，因此，人为管理或凋落物中磷的释放可

能在控制生态位分离和微生物功能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69-70]。Yuan 等[71]研究表明，Fe(II)耦合的 DNRA 途

径使铁磷络合物解体，导致水体中磷含量增加，土壤

中是否存在这一过程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2.4  亚热带地区土壤 DNRA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多

元关系 

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分析土壤 DNRA

速率与环境因子间的多元关系，结果如图 6 所示。

SOC/NO3
–-N、MAT、pH 的升高可显著促进土壤 DNRA

速率(P<0.001)，而 NH+ 

4-N 和 MAP 的升高会抑制土壤

DNRA 速率。亚热带土壤 DNRA 的首要影响因素是

SOC/NO3
–-N，其直接与间接效应的总系数 (Total 

Coefficient, TC)为 0.39，pH(TC=0.33)对 DNRA 的影

响仅次于 SOC/NO3
–-N，其他重要驱动因素为 MAP 

(TC= –0.31)、NH+ 

4-N(TC= –0.14)、MAT(TC= 0.25)。

综合环境因子对亚热带土壤 DNRA 速率的解释率为

59%。 

结构方程模型不仅可以描述环境变量与土壤

DNRA 速率的直接关系，还可判断环境因素之间的相

互关系。从图 6 中可看出，MAT 与 MAP 会通过影响

SOC/NO3
– -N 间接调控 DNRA 过程。其中 MAT 升高

会显著抑制 SOC/NO3
– -N 升高，这可能是因为环境温

度升高使 DNRA 微生物代谢进而提高反应速率[14, 40]。

MAP 主要通过影响土壤 pH 间接调控 DNRA，二者

呈显著负相关(P<0.001)，pH 与土壤 DNRA 速率呈正

相关，这可能是由于降水量增加会导致碱性阳离子淋

失增强，从而加剧土壤酸化[72]，进而抑制 DNRA 微

生物生长与代谢。Zhang 等[47]研究发现在降水量低、

pH 高的土壤中 DNRA 速率更高，另外，Li 等[22]研究

我国不同气候梯度下稻田土壤的 DNRA 途径，结果

表明，DNRA 途径的差异几乎完全可被土壤变量解

释，且认为气候梯度下稻田土中氮素还原过程空间差

异的控制因素是土壤变量，而非气候，这可能是空间

尺度范围较小引起的。本研究建立的模型进一步说明

降水量主要通过影响土壤 pH 间接调节 DNRA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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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实线表示正向影响，虚线表示负向影响，箭头旁边的数字是标准化系数，*、**、***分别代表达 P<0.05、P<0.01、P<0.001 显著性

水平) 

图 6  亚热带地区土壤 DNRA 的环境因素驱动分析 
Fig. 6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driving soil DNRA in subtropical regions 

 
程。总之，DNRA 在降水量相对较低且 pH 较高的土

壤中更容易发生，这再次验证了上文线性混合效应模

型的分析结果。 

3  结论 

1)亚热带地区旱耕地、林地、水田和湿地 4 种不

同生态系统中土壤 DNRA 速率的大小排序为：湿地>

旱耕地>水田>林地。 

2)气候因素中的 MAT 的升高会显著促进土壤

DNRA，而 MAP 的升高则显著抑制 DNRA；土壤理

化性质对 DNRA 的影响表现为：土壤 pH、SOC/NO3
–-N、

CEC 及 TN、Fe(II)、EOC、AP、Clay 含量均与土壤

DNRA 速率呈正相关，NH+ 
4 -N 含量与土壤 DNRA 速

率呈负相关。 

3)环境因素对亚热带地区土壤 DNRA 速率的影

响顺序为：SOC/NO3
–-N>pH>MAP>MAT>NH+ 

4 -N，其

中气候因素 MAP 主要通过调节土壤性质间接影响

DNRA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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